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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评价及动力研究

———基于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门限回归的证据

涂正革，王秋皓

摘　要：绿色发展实质是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 “双赢”。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国２８０个地级城市工业

产出与二氧化硫排放数据，采用门限回归从收入水平、工业结构和研发投入三个维度，探索我国工业绿色发

展的水平和动力源泉。研究发现：（１）我国工业的绿色发展在区域上不平衡，在时间上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

东部沿海等大城市已经进入低排放高产出的绿色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内陆小城市大多仍处于高排放低产出

的红色发展阶段；从时间维度观察，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模式的城市数量已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９个，增加到２０１４年

的１３３个，红色发展模式的城市数量相应从２３９个减少到８个。（２）绿色发展的动力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

出很大的差异。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绿色需求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拉动力越大；调结构为绿色发展减负加力，

特别是重工业比例高地区，调整工业结构是绿色发展的最大牵引力；万元ＧＤＰ的科技投入强度在 （４９．３元，

１２５．５元）区间内，科技投入对驱动绿色发展的效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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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绿色发展不仅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也是破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和
实现 “两型”社会的必由之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绿色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党的
“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通过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
律制度和政策导向、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倡导绿色生活
方式来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含义，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
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相协调。着眼现实，中国环境问题形势
严峻：中国工业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极大的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严重威胁
到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１０个城市有７个在中国境内［１］，城市雾霾频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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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广、治理难等特点突出。因此绿色发展成了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迫切任务。

２０１４年，我国２８６个地级市工业排放ＳＯ２ 占全国排放总量的８０．３％，城市工业成为环境污染
的重要源头。工业绿色发展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工业
绿色发展不是短期的改良，而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向更高层次绿色阶段发展的过程。因此，评价各
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状态并探究工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国２８０个地级城市数据，通过门限回归方法，将地级市按照发展水

平、工业结构和科技投入三个维度分为２７个组别，对２７个组别进行优劣排序，并探讨工业绿色发
展的动力。

二、文献综述

传统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反思这种牺牲环境的发展模式，探寻绿
色发展。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两个问题：怎么样的发展才算得上绿色发展？如何推动绿色发展？

（一）绿色发展的评估研究
对绿色发展状况的评估主要包括三类方法：环境技术效率、绿色绩效指数和绿色化程度。环境

技术效率是基于数学规划 （ＤＥＡ）方法考虑污染排放的投入产出效率。在计算环境技术效率过程
中一般有两种思路处理污染排放：未被支付的投入要素和非期望产出。将排放视为一种未被支付的
投入引入生产函数，进而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并进行绿色增长的核算，如陈诗一［２］；把污染排
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通过方向性距离函数 （ＤＤＦ）同时考虑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来评估
绿色发展的效率。如Ｃｈｕｎｇ等［３］、Ｆｒｅ等［４］、涂正革等［５］〗［７］、王兵［６］、杨志江等［７］。绿色绩效指
数综合评价绿色发展的状况。早期的相关探索有挪威、芬兰等国依据自身环境资源禀赋的特点，构
造具有本国特色的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随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具有普适性的 ＵＮＥＰ
绿色经济衡量框架［９］，从经济转型、资源效率、社会进步三个角度为各国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由
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著名的环境绩效指数 （ＥＰＩ）［１０］，从减少环境对人类健康造成的
压力、提升生态系统活力两个环保目标展开，量化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有２００６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的资源综合绩效指数 （ＲＥＰＩ）［１１］（Ｐ９９－１０１），该指数
从资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两个方向测度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各省资源环境压力的大小。从２０１０
年开始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①选取收入、能源、教育等１２个指标综合评估了地区经济增长绿化度、
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但是陈诗一［１２］认为上述统计指数缺少精确的经济学生成机
制，且多为静态比较分析，不能够反应中国低碳化、绿色化的进程，因此构建了低碳转型进程的动
态评估指数，对３１省市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年的低碳经济转型进程进行分析。绿色化程度通过门限回归方
法进行评估，相关研究有余东华［１３］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利用门限回归，将不同国家根据
其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投入等指标分组进而找到各组的环境库兹涅茨拐点。宋锋华［１４］构造
门限回归效应分析人均 ＧＤＰ和对外贸易因素对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影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符合

ＥＫＣ假说，且目前已经处于倒 “Ｕ”曲线的下降部分。
（二）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泉
主流研究一般认为绿色发展的动力来源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有公众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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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西南财经大学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研究基地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三家单位联合研制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以《２０１０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
告———省际比较》的形式首次公开发布，此后每年发布一份相关研究报告。



与、强有力的环境治理体制等。科技进步是绿色发展最核心推动力。陈诗一［２］发现高能耗、高排放的
重工业行业整体生产率较低，必须加快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使之实现可持续发展。Ｇｒｏｖｅｒ［１５］

认为环保科技进步对于印度绿色发展意义重大。产业结构优化是绿色发展必经之路。Ｆａｒｌｌａ等［１６］、

Ｓｃｈｆｅｒ［１７］从能源使用效率角度，发现提高能效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余永泽等［１８］认为产业结
构调整对于节能效率影响显著，全要素生产率对于节能减排贡献明显。科学合理的环境治理体制是绿
色发展的外在驱动力。随着从群众到政府自下而上对于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环境治理体制在新的发
展阶段不断完善革新。郑思齐等［１９］利用Ｇｏｏｇｌｅ　Ｔｒｅｎｄｓ指数构建公众环境关注度指标，发现公众关注
能够推动地方政府出台更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改善城市环境。Ｌｅｅ等［２０］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适
当的环保政策和公众参与对于韩国节能减排事业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经济手段也是绿色发展的必
不可少的工具。Ｐｌｏｅｇ等［２１］认为碳税和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补贴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经济动力。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有两点特色：第一，研究方法的特色。环境经济学大多研究采用

ＥＫＣ方法求解环境改善的拐点，本文利用门限回归方法对ＥＫＣ模型进行估计，根据所得绿色门槛
变量的估计值评估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绿色发展阶段、蓝色发展阶段和
红色发展阶段的概念来描述工业的绿色发展水平。第二，研究内容的拓展。本研究以地级城市为研
究对象，不仅考察了收入水平、工业轻重结构和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的贡献，而且根据门槛变量阈
值的不同区间，考察了不同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的动力差异，无疑为各地区不同阶段的城市绿色发展
提供了更精准、更适宜的政策。

三、方法与数据

（一）绿色门槛变量的理论识别
工业绿色发展实质上是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最优平衡，但是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的

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如何识别两者关系的变化？或者说，如何确定绿色门槛变量来检验绿色发展及
其变化？

环境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关系主要借助三大模型：ＩＰＡＴ模型［２２］、Ｋａｙａ恒
等式［２３］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ＩＰＡＴ模型将环境压力的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财富和技
术；Ｋａｙａ恒等式进一步将污染物排放分解为人口、人均ＧＤＰ、能源强度和排放系数等因素；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则认为污染物的排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 “Ｕ”型关系［２４］。
为探索ＥＫＣ的背后动因，学术界提出一系列假说。经济规模说，认为经济存在规模效应，单位

排放强度随着规模经济的产生而减少［２５］。科技进步说，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有足够的
资源推动技术进步以有效改善环境质量［２６］。产业结构说，认为一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内部结
构，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优化［２７］，环境污染严重的重工业逐渐被更为绿色的轻工业所取
代。绿色消费偏好说，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优质环境质量的期望远高于其他物质
需求的期望，因此，工业企业也必须调整策略，减少排放以满足公众青山绿水的绿色需求。

ＥＫＣ及其后续理论假说为绿色发展的界定和评价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有效产出多、污染排
放少的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受控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内部结构、科技投入强度三个核心要素。鉴于
此，本文采用人均ＧＤＰ、重工业结构①以及科技投入②三大变量作为绿色发展的门槛变量。其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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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指标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８年数据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理而得，２００８年之后的数据通过省级数据及其之差来填补。

科学技术支出指标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为科学事业费，２００７年以后科学事业费为科学技术支出的组成部分，以科学事
业费增长率倒推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科学技术支出。



制因素包括人口集聚度 （用城市人口密度表达）、规制强度 （用工业二氧化硫的去除率ｓｒ＿ｒａｔｅ表
示）、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第二产业规模 （ＧＤＰ２）等，除了重工业比例外，其他变量都取了对
数。工业绿色发展模型构建如下：

ｌｎｅｉｉｔ＝＋β１ｌｎ （ａｖ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 （ｔｅｃｈｉｔ）＋β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ｔ＋β４ｌｎ （ｆｄｉｉｔ）＋β５ｌｎ （ｐｏｐ＿ｄｉｔ）＋

β６ｓｒ＿ｒａｔｅｉｔ＋β７ｌｎ （ｇｄｐ２ｉｔ）＋μｉｔ （１）
这里，ｅｉ代表工业ＳＯ２排放强度，以每亿元工业产值所产生ＳＯ２为指标，是反映工业绿色发展水

平的综合指标。本文采用我国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除去西藏地区、三沙市，以及在此
期间更改名称的城市后保留２８０个地级市，１２年共计３　３６０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中国工业年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人均

ＧＤＰ、科技投入、ｆｄｉ采用２００３年不变价格。模型所用变量含义及其统计描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 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Ｏ２ 工业ＳＯ２ 排放量 （吨） ３　３６０　 ６２　０６９　 ６１　７９０．９　 ２　 ６８３　１６２
ａｖ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元） ３　３６０　 ２８　１９１　 ２５　７２５．９　 １　８９２　 ２５６　８８１
ｔｅｃｈ 每万元ＧＤＰ科技投入 （元） ３　３５２　 ２２．３６　 ６５．７２　 ０．６　 １　２９８．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重工业从业人员比例 （％） ３　２１０　 ６２．３９　 １８．９３　 １３．１　 ９９．２＊

ｆｄｉ 每万元ＧＤＰ中实际吸收外商投资 （元） ３　２２０　 ２１８．４　 ２４０．９　 ０　 ２　０１０．５

ｐｏｐ＿ｄ 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３　３６０　 ４１９．９　 ３２３．３８　 ４．７　 ２　６６１．９４
ｓｒ＿ｒａｔｅ 工业ＳＯ２ 去除率 ３　３６０　 ３９．８９　 ２７．０８　 ０　 ９９．８３
ｅｉ 每亿元工业产值所排放ＳＯ２ （吨） ３　３６０　 １４４．０７　 ２２８．２９　 ０．０３６　６　 ３　０９３．１

ｇｄｐ２ 第二产业ＧＤＰ （亿元） ３　３６０　 ５１３　 ７７０　 ７　 ７　７７９

　　注：＊克拉玛依是个石油城市，重工业从业人员比重高。

（二）门限回归分析与绿色门槛的估计
门限自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假定经济系统中门槛变量存在一个临界值，如果超过临界值，

系统关系就会发生结构性变化。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绿色门槛变量在不同的区间），
影响绿色发展的动力是显著不同的。绿色门槛的变化为工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不同的应对
措施。在确定了绿色门槛变量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基于绿色发展模型确定门槛变量的阈值并检
验其显著性。绿色发展模型的门限回归分析为：

ｌｎｅｉｉｔ＝μｉ＋ｘ
′
ｉｔβ１Ｉ （ｑｉｔ≤γ）＋ｘ

′
ｉｔβ２Ｉ （ｑｉｔ＞γ）＋β３ｃｉｔ＋εｉｔ （２）

其中，ｅｉｉｔ为工业ＳＯ２ 排放强度，ｑｉｔ是门槛变量，本文中的门槛变量分别为人均ＧＤＰ、重工业
比例和科技投入强度。β１ 和β２ 为门限变量的系数，分别衡量在ｑｉｔ≤γ和ｑｉｔ＞γ区间内三个门槛变
量对于工业ＳＯ２ 排放强度的影响。Ｃｉｔ是控制变量集，包括ＳＯ２ 去除率、外商直接投资、人口密度
等。ｔ表示时间，ｉ为不同的个体；Ｉ是指示变量，当满足相关的条件时，Ｉ的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门限回归分析包括以下两个步骤来检验模型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第一步，通过组内平均去除个

体效应，然后采用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得到具有最小残差平方和Ｓ （γ）的γ值；第二步，检验在
门限值γ的条件下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假设：Ｈ０∶β１＝β２Ｈ１∶β１≠β２，如果原假设成立，则不存在
门槛效应。在原假设条件下通过ＯＬＳ得到最小平方和Ｓ０，然后构造门槛效应的Ｆ统计量：

Ｆ＝ Ｓ０－Ｓ （γ^）

Ｓ （γ^）／ｎ （Ｔ－１）
（３）

该统计量的临界值采用自体抽样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来模拟似然比检验的渐进分布得到。门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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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不仅检验是否具有门槛效应，还要估计门槛变量的阈值。基于上面绿色发展模型的门限回归
分析，绿色门槛变量的阈值及其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绿色门槛阈值的估计与检验

变量 门槛数 Ｆ值 门限值 ＢＳ次数 ９５％置信区间

ｌｎａｖｇｄｐ
１

２

１８．７３６＊＊

１３．０７５＊＊
１１．６

９．７；１１．５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１．４２９，１１．６６］

［９．６２８，１０．８９１］；［８．２４７，１２．０４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

２

２０．３４０＊＊＊

８３．８９１＊＊＊
２０．５

６６．１；９３．９

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５，８８．３８７］

［２０．５，９６．１２５］；［９３．７３６，９３．９］

ｌｎｔｅｃｈ
１

２

４９．９４８＊＊＊

２８．４９９＊＊＊
４．８

３．９；４．８

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３５４，４．８３２］

［２．２６６，３．９９０］；［４．６２２，４．８３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三个门槛变量均通过了双重门限假设检验。人均ＧＤＰ的对数值所处的门限为９．７和１１．５，分
别对应的人均ＧＤＰ大约为１６　９３３元和１００　９１２元；重工业比例门限值分别为６６．１％和９３．９％；科
技投入强度所对应门限值分别为４９．３元和１２５．５元。
接下来，将基于绿色门槛变量的阈值，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客观分组，并考察各地区绿色

发展的状况以及改进方向。

四、实证结果

（一）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群、蓝色发展群和红色发展群
根据前面绿色门槛变量的估计结果，每个绿色门槛变量都有两个阈值，也就是每个门限变量有

三个分类，这样就将１２年所有城市 （３　０６０个观测值）按门限变量的阈值分成２７个组别。表３给
出了部分高频率组别的特征、观测数量、代表性城市和相应的平均排放强度。

从表３分组情况看，采用三个绿色门槛变量分组的结果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大小基本一致，
特别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ＧＤＰ指标和反映工业内部结构的重工业比重，其取值范围与地区绿
色发展程度高度关联。这也印证了本文所选择的绿色门槛变量的合理性以及门限回归的优势。

表３中，本文根据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以及背后三大动力因素的特征，从环境与经济协调角
度，将工业发展模式界定为低排放高产出绿色发展模式、高排放低产出红色发展模式，以及处于两
者之间的蓝色发展模式。

从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看，东部沿海地区在绿色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比如北上广深、宁波、
杭州、苏州等大城市都位列的绿色发展群；西部内陆地区小城市的工业仍处于高污染低效益阶段，

比如安康、巴中、固原、六盘水、长治等都处于的红色发展群；而中部一些省会城市，如武汉、郑
州、西安、长沙等基本处于中间的蓝色发展群。
从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如果以二氧化硫作为工业污染物排放的代表，我国工业的绿色发展已

呈燎原之势。硫排放强度平均值由２００３年的每亿元ＧＤＰ排放工业二氧化硫２７３吨，下降到２０１４
年的４７吨。高排放低产出的红色发展城市数量也相应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３９个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８个。

从图１可以发现，２０１０年是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转折点，绿色发展模式的城市数量超过红色发展
模式的城市数量，如果考虑ＧＤＰ权重，工业的绿色发展已经全面铺开。２００３年出现在绿色发展阶
段群的城市有２９个，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外，另外包括福建省３个城市，广东省８个城市，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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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于门限回归分析的绿色发展分组

组别 组别特征 频数 代表性城市 排放强度

绿色发展群 Ｇ３ Ｓ３ Ｔ２　２０ 深圳 （５）苏州 （３）大连 （２）杭州 （２）天津 （２）珠海 （２） ５．５
Ｇ３ Ｓ３ Ｔ１　１８ 广州 （３）无锡 （４）苏州 （２） １１
Ｇ２ Ｓ３ Ｔ２　８３ 北京 （１０）上海 （９）深圳 （６）厦门 （５）大连 （４）合肥 （４）宁波 （３） １３．６

Ｇ２ Ｓ３ Ｔ１　８９２ 广州 （９）天津 （８）成都 （８）青岛 （１１）南昌 （９）嘉兴 （１２）杭州

（９）合肥 （５）大连 （６）福州 （１２）哈尔滨 （１０）海口 （９）南宁 （７）

宁波 （８）厦门 （６）苏州 （７）泉州 （１２）

４４．３

蓝色发展群 Ｇ３ Ｓ２ Ｔ１　１９ 鄂尔多斯 （６）大庆 （４）东营 （５） ８３．９
Ｇ３ Ｓ１ Ｔ１　１５ 克拉玛依 （５）、包头 （３）长沙 （２） ９９．１

Ｇ２ Ｓ２ Ｔ１　７０２ 沈阳 （１１）武汉 （７）长沙 （８）昆明 （９）成都 （４）济南 （１１）贵阳

（９）太原 （８）长春 （１２）郑州 （８）兰州 （９）乌鲁木齐 （１０）鞍山

（１２）包头 （１１）

９４．９

Ｇ２ Ｓ２ Ｔ３　２１ 西安、昆明、兰州、乌鲁木齐、银川 １０８．２
Ｇ２ Ｓ１ Ｔ１　１９５ 大同 （６）长治 （７）嘉峪关 （９）攀枝花 （９）淮安 （６）晋城 （６）延安

（８）临汾 （８）
１５５．５

红色发展群 Ｇ１ Ｓ３ Ｔ１　７６０ 安康 （９）巴中 （１１）固原 （８）安庆 （８）白城 （７）蚌埠 （７）保定 （７） １８１．２
Ｇ１ Ｓ２ Ｔ３　１０ 遵义 （３）陇南 （２） ２６０．３
Ｇ１ Ｓ２ Ｔ１　５３４ 安顺 （１１）广安 （８）怀化 （９） ３２４．６
Ｇ１ Ｓ１ Ｔ１　５１ 六盘水 （７）阳泉 （４）长治 （５） ４７８．４

　　注：（１）Ｇ３、Ｇ２和Ｇ１分别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ＧＤＰ）高、中、低；Ｓ３，Ｓ２和Ｓ１分别表示重工业比重低、

中、高；Ｔ３、Ｔ２和Ｔ１分别表示科技投入强度 （万元ＧＤＰ的科技投入）高、中、低。（２）代表性城市栏目中括号里面

表示出现次数，这是因为有些组在１２年期间有些跳跃。（３）有些组别里对应的城市数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就没有单独

列出。

苏省的４个城市，山东省济南、青岛、威海、烟台等５个城市，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绍兴等７个
城市。２００３年处于蓝色发展阶段的城市有２１个，红色发展阶段的城市高达２２９个。再看２００７年相
应的绿蓝红城市群数量分别为６３、６１和１５６，相对于２００３年，绿色和蓝色发展型城市数量增加了

１倍多，红色发展型城市数量减少将近一半。到２０１４年，工业绿色发展格局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绿色和蓝色发展群数量分别增加到了１３３个、１２９个，相对应的硫排放强度分别为２５吨和６４吨；

而红色发展群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的定西、固原、陇南、天水等８个城市，平均硫排放强度仍高达

１１１吨。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绿色发展城市群的动态分布状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动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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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基于门限回归的绿色门槛值对城市发展模式进行的分类，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地
区发展水平越高、重工业比例越低、科技投入越大，越有利于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如此的巨变，
背后哪些力量是推动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源泉呢？

（二）动力源泉：收入水平、工业结构和科技投入
为了评价不同门限下发展水平、工业结构和科技投入对ＳＯ２ 排放强度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

量情况下，观察门限变量系数是否有显著的变化。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偏误，所有回归均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门限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绿色模型的门限回归估计结果

门限变量
（１）ｌｎａｖｇｄｐ （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ｌｎｔｅｃｈ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ｅｉ
ｌｎａｖｇｄｐ －０．８０８　５＊＊＊ （０．０３５　９） －０．８４３　６＊＊＊ （０．０４３　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０２７　１＊＊＊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２６　５＊＊＊ （０．００１　１）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１４６　６＊＊＊ （０．０２２　８） －０．１４１　１＊＊＊ （０．０２１　８）

ｌｎｐｏｐ＿ｄ －０．１５３　１＊＊＊ （０．０２７　０） －０．１２７　４＊＊＊ （０．０２４　９） －０．１４２　０＊＊＊ （０．０２６　９）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８３　９＊＊＊ （０．０１４　３） ０．０３２　５＊＊ （０．０１３　８） ０．０８９　５＊＊＊ （０．０１４　１）

ｓｒ＿ｒａｔｅ －０．００８　８＊＊＊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８　６＊＊＊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８　９＊＊＊ （０．０００　６）

ｌｎｇｄｐ２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３４　２） －０．１０１　５＊＊＊ （０．０２９　３） ０．０１２　７ （０．０３３　９）

门槛１ －０．７５３　９＊＊＊ （０．０５２　３） ０．０２３　２＊＊＊ （０．００１　９） －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２８　３）
门槛２ －０．７６９　９＊＊＊ （０．０４９　９） ０．０２５　７＊＊＊ （０．００１　３） －０．２６３　８＊＊＊ （０．０２７　７）
门槛３ －０．７９２　７＊＊＊ （０．０４８　５） ０．０３３　８＊＊＊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６０　５＊＊ （０．０２６　１）
截距项 １１．１８＊＊＊ （０．３８６　５） １３．４２＊＊＊ （０．２８６　６） １１．８６＊＊＊ （０．２９７　５）
观测值 ３　０２１　 ３　０２１　 ３　０２１
Ｒ２　 ０．５８５　２　 ０．５９３　２　 ０．５９１　６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人均ＧＤＰ由１６　９３２．７元和１００　９１１．６元两个门槛值分出三重门限，其他两个绿色门

槛变量的阈值如表２所示。

基于门限回归估计的结果，发现绿色发展动力的几个特点：

１．我国工业已进入人均收入上升、硫排放强度快速下降的阶段。根据ＥＫＣ假说理论，随着人
均收入的提高，当人均收入迈过某一门槛后，公众对食物有关物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低且不断下降，
而对环境质量 （类同于奢侈品）的收入需求弹性高且不断上升。由表４第二列可得，在控制其他变
量的情况下，从低到高的三个发展水平，人均ＧＤＰ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工业硫排放强度分别减少

０．７５、０．７７和０．７９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污染强度显著降低，更重要
的是，硫排放强度减低的幅度会更大。

２．绿色发展的重心应该聚焦工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重工业比例高的地区。由表４第三列可
推断，工业结构的门槛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值，说明重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其工业ＳＯ２ 排放强度相
对较高。进一步，观察重工业比例的三个门槛系数值的大小 （０．０２３、０．０２６、０．０３４）发现，重工
业比例较低地区，降低工业硫排放强度的难度较大，重工业比例降低一个百分点，硫排放强度只下
降０．０２３个百分点；相反在重工业比例较高地区，重工业比重降低一个百分点，硫排放强度会降低

０．０３４个百分点，调整工业内部轻重结构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效果更显著。从另一角度看，随着重
工业比重的下降，通过调结构促进绿色发展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３．合理有效的科技投入是工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力。由表４第四列门槛值的估计值大小可以发
现，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的推动力都是显著的，但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在第一区间 （万元ＧＤＰ
科技投入量小于４９．３元），科技投入强度提高一个百分点，硫排放强度下降０．１６个百分点，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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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区间 （４９．３～１２５），相应的减排力度却高达０．２６个百分点；但是到了第三区间 （１２５元以
上），科技投入对降低硫排放强度的贡献下降到０．０６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得出，工业硫减排效果最
优区间是万元ＧＤＰ的科技投入在４９．３元至１２５元。尽管增加科技投入无论在哪个区间都会推动工
业ＳＯ２ 排放强度的减少，但是在适度科技投入水平下，科技投入所带来的减排效果最为明显。当
然，从数据分布看，达到高强度科技投入的城市，在３　０６０个观测值中只有５２个，主要是北京、
上海等直辖大城市，虽然科技投入强度大，但是这些大城市污染型产业本身就很少，科技投入的主
要目标不是短期的减排，而是长远竞争力。可见，无论是从边际还是总量，增加科技投入显然有利
于绿色发展。

４．外商投资对城市绿色发展的贡献。从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数据来看，外商投资力度 （万元ＧＤＰ
所吸收ＦＤＩ的数量）并没有降低硫排放强度，相反，显著增加了硫排放强度。这似乎验证了 “污
染天堂”假说，ＦＤＩ所涉及领域可能更多倾向于污染型行业。

５．环境管制强度以及人口密度等因素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采用二氧化硫的去除率反
映环境管制强度指标，该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值，说明管制强度提高是工业绿色转型的外在推动
力。另外，本文也考虑人口集聚水平 （单位区域面积的人口数量）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在控制
其他条件下，人口集聚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碳排放强度下降１２～１５个百分点。
综上，发展水平越高、重工业比例越低、科技投入强度适度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主要动力。同

时也发现，适度控制高污染型外商投资规模、提高人口在城市集聚水平 （人口密度）均有利于工业
绿色发展。

五、结论与不足之处

本文首先从发展水平、工业结构和科技投入三个维度，利用门限回归的方法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中国城市工业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并依照门限回归模型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泉进行分
析，得出如下结论：

１．基于人均收入水平、重工业结构和科技投入三个门槛变量的阈值的分组，将我国城市绿色
发展状况分为三类：低排放高产出的绿色发展群、高排放低产出的红色发展群和居于以上两者之间
的蓝色发展群。从三大城市群的分布看，东部沿海等大城市在绿色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西部内
陆，特别是中、小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２．工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主要体现为城市发展类型的变化和排放强度减少两个方面。绿色
发展城市的数量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９个迅速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３３个；高污染低产出的红色发展型城市
大幅度减少，并收缩到西北的少数地区。从排放强度上看，蓝色及红色发展群的城市减排效应明
显。中国工业的绿色发展从东部沿海的 “星星之火”发展为如今全国范围的 “燎原之势”。

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绿色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高，无疑给工业的绿色发展提出更高
的标准。数据分析发现，在收入水平的两个门槛１６　９３３元和１００　９１２元所构成的三个区间，人均收
入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下降的比例分别为０．７５、０．７７和０．７９个百分点。显
然，收入水平提高对绿色发展的推动力越来越大。

４．结构调整和优化为工业绿色发展减负加力，同时，在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工业结构的不
同阈值区间），工业结构调整对绿色发展的作用有显著的差异。从门槛变量系数估计值观察，重工
业比重高的地区，工业结构调整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推动力远高于重工业比重低的地区。

５．合理有效的科技投入是工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力。科技投入强度对工业的硫排放强度的推动
作用存在递减效应，在科技投入强度的两个门槛值４９．３元和１２５．５元所构成的三个区间，科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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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强度在 （４９．３，１２５．５）区间的减排弹性高达０．２６，而当科技投入强度高于１２５．５元后，科技投
入的减排效果明显下降到０．０６。这也说明我国的科技体制存在效率低的问题。

６．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同时也会带来污染排放强度的上升。因
此，有必要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准入门槛，引导外资进入低污染、低能耗，高产出的行业。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对于绿色发展界定所选取的环境污染变量仅仅考虑工业二氧

化硫，如果增加废水、ＣＯＤ、固废等污染物作为绿色发展的考察指标会使得绿色发展的研究内涵
更全面、更深刻。第二点，由于地级层面缺乏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数据，而仅仅以政府的科技投入，
显然不是很妥当，这可能是导致科技投入对减排呈现递减效应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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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ｗｉｎ－ｗｉｎ”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８０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ｙｅａｒｓ，ｗｅ　ｕｓ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ｐｕ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ｗｅｓｔ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ｗ　ｏｕｔ－
ｐｕｔ．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０３ｔｏ　２０１４，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９ｔｏ　１３３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３９ｔｏ　８．（２）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ｃｏｍｅ，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９．３ｙｕａｎ　ｔｏ　１２５．５
ｙｕａｎ　ｉｎ　ｅｖｅｒｙ　１０　０００ｙｕａｎ　ＧＤＰ，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ｒｅｅ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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